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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水平、参与深度与

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

丁梦丽　 刘宏松

　 　 【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迅速兴

起，成为全球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相比，跨
国公私伙伴关系之新，表现为联合国等公有部门与跨国公司等私有部门之间的合作治

理。 随着公私伙伴关系模式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其解决问题的实际效用

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的有效性由何种因素决定，既有研究尚未给

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作者在合理评估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基础上，对公私伙伴关系

之间的有效性差异做出了一个包含因果机制的解释，并提出了以下假设：公私伙伴关

系的制度化水平越高，参与者的背叛行为越少，机构的支持能力越强，伙伴关系的有效

性越高；私有部门的参与深度越高，决策质量与决策接受度越高，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

性越高。 通过对药品服务领域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两个案例的

比较和过程追踪以及对第二个案例的案例内比较，上述理论假设及其内含的机制得到

了实证分析结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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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公私伙伴关系（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常被用于描述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之

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模式最初缘自发达工业国家内部。① 早在撒切尔夫人与里根

总统执政时期，为了减少政府开支，提高经济效率，英美等国的政府部门与私有企业开

展合作，试图以伙伴关系的形式促进城市建设与经济振兴。② 随着人类社会面临的全

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公私伙伴关系开始突破国家界限，成为不同于传统国家中心主义

治理模式的新型全球治理模式。③

在全球治理研究中，公私伙伴关系还被称为“公私伙伴机制（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公私政

策网络（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或“多方利益攸关者（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进程”。 不同的术语

强调公私伙伴关系的不同维度。 本文认为，从机制视角界定伙伴关系不仅彰显出伙伴

关系的治理功能，④还为考察公私伙伴关系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 基于机制视角，可

以将公私伙伴关系界定为：为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或实现全球公共政策目标，公有部

门与盈利性部门或社会部门之间自愿达成的基于一系列规范、原则、规则和执行程序

的持续性机制安排。 其中，“公有部门”即“国家行为体”，包括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

织。⑤ “私有部门”即“非国家行为体”，既包括私营公司、商会等盈利性部门，又涵盖了

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工会等社会部门。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Ｋｏｆｉ Ａｎｎａｎ）的推动

下，公私伙伴关系在全球治理实践中迅速兴起（如图 １ 所示），并一度被视为实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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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ｅ Ｂｕｌｌ ａｎｄ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ＭｃＮｅｉ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 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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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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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千禧年目标（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的唯一机会”。① ２００２ 年约翰内斯堡

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之后，公私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共计 ３４８ 个公私伙伴关

系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ＣＳＤ）登记注册。 ２０１２ 年，在里约伙伴关系论坛上，联

合国秘书长称伙伴关系为“实现联合国核心目标的主要途径”。②

图 １　 公私伙伴关系建立时间

资料来源：跨国伙伴关系数据库（ＴＰＤ），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ｐｐｐｓ．ｏｒｇ，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

随着公私伙伴关系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蓬勃兴起，其解决问题的实际效用成为一项

新的研究议程。 既有文献对部分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做出了评估，发现了不同公私

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存在差异的现象，但对引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缺乏深入研究。 具体而

言，既有研究遵循两大路径：其一，选取大规模或中等规模的样本量，描述这些伙伴关

系的属性特征和有效性水平，观察其有效性与影响有效性的可能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③ 由于不同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难以采用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些文献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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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Ｂｅｉｓｈｅｉ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Ｗ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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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ｋｈｉｌ Ｃｈａｎｄａｖａｒｋａｒ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Ｃｈａｖｅｓ， Ｒｉｏ＋２０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ｕｍ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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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性统计阶段。 其二，考察单个或少量公私伙伴关系的表现，对其有效性做出评

估。① 少数学者在做出评估后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有效性的关键因素。② 他们给出的解

释可分为两类：第一种解释将有效性的差异归因为公私伙伴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属

性、治理对象所在的环境等非机制性因素；第二种解释则聚焦于伙伴关系的制度化水

平等制度特征与有效性之间的关联。 总的来看，既有文献大多停留在有效性的测量和

评估阶段，仅有少量文献对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开展了探索性工作。 依循第二种解释路

径，本文在关注制度化水平的基础上引入私有部门参与深度这一关键变量，为不同公

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差异提供解释。

文章内容安排如下：首先，阐明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定义与衡量标准，并揭示公

私伙伴关系之间存在有效性差异这一事实。 其次，以制度化水平和私有部门的参与深

度为核心自变量，构建一个解释有效性差异的理论框架。 再次，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ＧＡＶＩ）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ＲＢＭ）为案例，验证本文的核心假设。 最后在结论部分

对研究发现进行总结。

二　 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衡量标准及其差异

（一）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在展开评估与解释工作之前，需要界定有效性的概念和衡量标准。 目前，研究者

对有效性概念的使用较为混乱。 部分文献使用了有效性的替代概念，诸如遵守、绩效、

影响以及成效等。 然而，这些概念或表述模糊不清，或只捕捉到有效性的某一个维度。

以成效为例，在相关文献中，对“成效”概念的使用比“有效性”更普遍，但这一概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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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８， Ｎｏ． ３， １９９９，
ｐｐ．１－２６； Ｊｕｄｉｔｈ Ｒｉｃｈｔｅｒ， “Ｗ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ｒ “Ｗ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Ｕ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Ｇｅｎｅｖａ： Ｇｅｎｅｖａ Ｉｎｆａｎｔ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Ｒｅｇｉｅｎ Ｂｉｅｓｍａ，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４， ２００９， ｐｐ．２３９－２５２； Ｊｏａｎｎａ Ｃｈａｔａｗａｙ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Ｓｍ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Ｓ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ＡＶＩ）： Ｉｓ Ｉｔ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１， ２００６， ｐｐ．１６－３０。

参见 Ｋａｒｅｎ Ｃａ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Ｌｕｓｈ，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ｃ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ｅｎｅｖａ：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４；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Ｂｅｉｓｈｅｉｍ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Ｌｉｅｓｅ， ｅｄ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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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指代模糊，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①

由于有效性的内涵丰富，相对合理的做法是将它划分为不同维度。 基于有效性的

多重维度，本文采用一种更加系统的评估方法，即依据有效性的逻辑模型（ ｌｏｇｉｃ ｍｏｄ⁃

ｅｌ）来衡量机制的有效性。② 如图 ２ 所示，逻辑模型是指沿着一定的逻辑顺序，依次参

照机制的输出（ｏｕｔｐｕｔ）、结果（ｏｕｔｃｏｍｅ）和影响（ｉｍｐａｃｔ）三个维度来综合评估机制的有

效性。③ 具体来说，输出是指伙伴关系开展的实际活动，譬如召开会议、设立规则、发

布政策文件等。 结果是指目标对象行为的实际改变，诸如行为体对伙伴关系规则的遵

守、议题意识的建立、观念的转变或其他行为后果。 影响是指长远来看，相关问题能否

得到彻底解决。

之所以选择这一模型来衡量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是因为该模型具有两大优势：④

其一，这一模型指明了具体的衡量对象。 与简单的数据收集不同，逻辑模型要求研究

者始终遵循明晰的因果链条，明确测量对象与方式。 衡量工作基于逻辑，而非出于便

利的考虑。 其二，这一模型区分了机制以及机制产生的后果或影响，呈现出从机制到

影响的完整链条。

图 ２　 有效性的逻辑模型

资料来源：Ｈａｒｒｙ Ｈａｔ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０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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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譬如，一些文献将“成效”界定为“未造成有害影响”或“有助于全球伙伴关系的发展”，参见 Ｋａｔｅ Ｂａｙｌｉｓｓ
ａｎｄ Ｔｉｍ Ｋｅｓｓｌｅｒ， “Ｃａｎ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Ｈｅｌｐ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ＭＤ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６， ２００６， 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ｐｃ⁃ｕｎｄｐ．ｏｒｇ ／ ｐｕｂ ／ ＩＰ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２．ｐｄｆ，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５ 日。

Ｈａｒｒｙ Ｈａｔ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６．
Ａｒｉｌｄ Ｕｎｄｅｒｄ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Ｏｒａｎ Ｒ．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ｓｌｉｅ Ａ．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ｉｋｅ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ｅ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２００７， ｐ．７３．

Ｃｒａｉｇ Ｗ．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Ｔｏｍ Ｋｏｏｎｔｚ，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９９．



这一逻辑模型说明了输出、结果和影响之间以及三者与有效性之间的逻辑联系。

有效的输出活动是改变目标对象行为的前提。 只有行为体改变行为，才有可能彻底解

决相关问题。 换言之，良好的输出和结果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必要条件，任何一环出

错，都会削弱机制的有效性。 例如，一项针对艾滋病的伙伴倡议虽在输出层面表现较

好，但因在结果层面表现不佳，①防治或根除艾滋病的整体效果（影响）就会大打折扣。

同时，输出、结果和影响之间并不存在从低到高、上一层级决定下一层级的关系。

首先，输出是结果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即使机制设立了严苛的规则和程序，施动者

的不遵守或灵活调整（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行为会降低规则的效用。② 其次，结果同样是影响

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其一，即使行为体严格遵守机制规则，仍会因机制本身的合作

深度较低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③ 其二，行为的改变对于目标问题的影响是无法预知

的，机制在结果层面可能会产生显著的行为效果，但同时也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副效用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④ 例如，一些卫生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在改善卫生治理状况的同时，可

能会破坏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集中性卫生治理机制的努力，造成全球卫生治理的碎片

化，从而为卫生领域的治理带来副效用。 其三，某一类问题的解决还取决于其他混淆

因素（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⑤如该问题本身的难易程度、治理对象所处的物理环境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以及社会条件等。 这些因素外生于机制的逻辑模型 （ ｌｏｇｉｃ

ｍｏｄｅｌ），并不属于机制研究的对象，但它们会对问题的最终解决产生影响。 例如，对于

防治热带病的伙伴关系而言，气候、地理位置等物理环境以及对象国当地的医疗基础

设施等社会因素都会对热带病的最终根除产生影响。 因此，机制仅仅是影响问题解决

的因素之一，机制的输出以及相应的结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

由于有效性任一维度的强弱不能完全决定另一维度的强弱，因此我们无法从单一

维度来判断有效性，只有对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才能准确衡量公私伙伴关系的有

效性。 以药品服务型伙伴关系为例，如表 １ 所示，我们可以根据上述三个维度，建立起

衡量药品领域伙伴关系的具体指标。

·６·

　 制度化水平、参与深度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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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受援地区的居民仍没有学会使用正确的防护手段来防止艾滋病的传播。
Ａｒｉｌｄ Ｕｎｄｅｒｄａｌ， “Ｏｎ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Ｓｔｅｉｎａｒ Ａｎｄｒｅ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６．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Ｄｏｗｎｓ， Ｄａｖｉｄ Ｍ． Ｒ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Ｎ． Ｂａｒｓｏｏｍ， “Ｉｓ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３， １９９６， ｐ．３８７．
Ａｒｉｌｄ Ｕｎｄｅｒｄａｌ， “Ｏｎ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ｐ．６．
Ｃｒａｉｇ Ｗ．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Ｔｏｍ Ｋｏｏｎｔｚ，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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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药品服务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衡量指标

输出（ｏｕｔｐｕｔ） 实际活动
是否建立了评估指标；是否定期发布报告；是否有充足而持
续的资金来源；药品覆盖率；治疗的病人数量等

结果（ｏｕｔｃｏｍｅ） 行为的改变
是否改变了当地人的健康习惯；是否增强了目标国的医疗
能力；是否塑造了对象国的药品市场等

影响（ｉｍｐａｃｔ） 问题的解决
是否减少了目标国某种疾病的发病率；是否最终消除了受
援国的某种疾病；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制作。

（二）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差异

根据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整体上看，公私伙伴关系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菲利

普·帕特贝格（Ｐｈｉｌｉｐｐ Ｐａｔｔｂｅｒｇ）等人在对剑桥结构数据库（ＣＳＤ）中 ３４８ 个伙伴关系

做了统计分析之后指出，在这些伙伴关系中，３７％的伙伴关系没有产生任何输出，８０％

的伙伴关系没有发挥应有功能，４２％的伙伴关系尚未开展实践活动。① 同样，在对 ７５７

个公私伙伴关系的输出情况进行考察之后，丽贝卡·霍姆科斯（Ｒｅｂｅｃｃａ Ｈｏｍｋｅｓ）指

出，截至 ２０１１ 年，仅 ４７％的伙伴关系在实际运作，２５％的伙伴关系已经终止运营，还有

一部分伙伴关系虽然设立了官方网站，却因长期没有输出活动而停止更新。② 在进一

步考察伙伴关系的组织输出和绩效输出之后，霍姆科斯认为没有切实证据表明，较之传

统的国家间治理模式，公私伙伴关系是更有效的治理工具。 作为数量不多的大样本研

究，这两份文献表明，尚不能得出公私伙伴关系是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模式这一结论。

然而，公私伙伴关系在全球治理领域并非毫无建树。 通过分类比较和个案间比

较，研究者发现了不同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存在差异的现象。 例如，同是药品服务

领域的伙伴关系，全球基金（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被视为相对有效的伙伴关系，儿童疫苗倡议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却被认定为“失败”案例。

作为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的成功案例，全球基金被誉为“深刻改变了全球健康政策

的制定环境”。 全球基金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旨在为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疾病的防治

融资，并确保这些资金得到高效利用。 从成立至今，全球基金在输出、结果和影响三大

维度都取得了显著成效。③ 在输出层面，截至 ２０１５ 年，全球基金共为 ８１０ 万人提供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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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Ｐａｔｔ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２０１２．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Ｈｏｍｋ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ｐ．１２０－１２１．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ｆｕｎｄ．ｏｒｇ ／ ｅｎ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抗艾滋病毒治疗，为 １３２０ 万人提供了肺结核治疗。 凭借高效的采购机制，全球基金管

理下的药品准时交货率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６％提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８１％。 在结果层面，为防止

疟疾的传播，全球基金共计派发 ５．４８ 亿顶蚊帐，使大量居民养成在蚊帐内入睡的习

惯。 全球基金还敦促受援国在医疗领域加大投资，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受援国政府的医

疗投资共计增长 ５２％。 在影响层面，２０１４ 年之前，全球基金支持的健康项目共计挽救

１７００ 万人，在受援国家或地区，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致死率减少了 １ ／ ３，已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４２０ 万人减少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７０ 万人。 从有效性的任一维度来看，全球基金都属

于药品服务领域相对成功的伙伴关系。①

与之相反，儿童疫苗倡议却是医疗领域失败案例的代表。② 儿童疫苗倡议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旨在通过推广新型疫苗挽救对象国儿童的生命。 总体而言，倡议并未实现所

宣称的目标，③非但未能改善同时期受援国较低的免疫率状况，还因合作伙伴之间的

纷争与矛盾，于 １９９８ 年宣布解散。
这些研究说明，不同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存在差异。 进一步的工作是探寻导致这种

差异的原因。

三　 解释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差异

如前文所述，现有研究对有效性差异的解释有两类：一类解释将差异归因于外生

于公私伙伴关系的问题属性、所在地区的国家能力、医疗基础设施状况、当地的传统与

医疗需求等混杂因素；④另一类解释聚焦于公私伙伴关系本身的制度属性。⑤ 由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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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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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需要注意的是，“有效”和“无效”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描述，被界定为“有效的”伙伴关系依然受到批判。
例如，就全球基金而言，在输出层面，有学者对其资金来源的持久性提出质疑；在影响层面，有学者认为它在改善

现状的同时也产生了副效用，即全球基金仅从狭隘的生物医疗和经济角度看待健康问题，使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

日益碎片化，致使全球健康问题的整体协调难度加大。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全球基金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在全

球性医疗合作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全球基金在其目标领域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与其他健康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

相比，全球基金是相对成功的公私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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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ｕｔｉｃ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００４；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Ｂｅｉｓｈｅｉｍ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Ｌｉｅｓｅ， ｅｄ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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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属性、物理环境和社会条件等混杂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本文将着重探究机制本身

对有效性的影响。
（一）制度化水平与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

如上文所述，公私伙伴关系可以理解为满足某领域治理需要的国际机制。 探讨国

际机制有效性差异的文献可大致分为强制学派和管理学派。 强制学派假定行为体是

理性的，具有“混合型动机（ｍｉｘｅｄ ｍｏｔｉｖｅ）”。① 即使在合作行为能够带来共同收益的

情况下，个体依然倾向于选择背叛战略，尤其是在合作者众多且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更强。②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往往存在冲突。 据此，强制学

派主张，只有采用强制手段，设计并实施完善的监督和惩罚机制，才能及时察觉合作者

的背叛行为并予以惩罚，从而增加行为体的违约成本，促成合作；并且合作深度越高，
即行为改变程度越大，合作者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合作者的机会主义倾向越强，行为

体选择背叛的可能性越大。③ 因此，要实现深度合作或有效改变合作者的行为（有效

性的结果维度），强制不可或缺。 由于制度化水平决定了机制的强制力度，根据强制

学派理论可以推知，制度化水平越高，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水平越高。
参照肯尼思·阿博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ｂｂｏｔｔ）等学者提出的法律化（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衡量指

标，④玛丽安娜·拜斯海姆（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Ｂｅｉｓｈｅｉｍ）和安德利亚·莉泽（Ａｎｄｒｅａ Ｌｉｅｓｅ）用
义务、精确、授权三个维度来衡量伙伴关系的制度化水平。⑤ 对于伙伴关系而言，义务

是指各行为体遵守公私伙伴关系规则的义务状态，即是否签署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协

议。 精确是指伙伴关系规则的精确程度。 授权是指伙伴关系是否授权第三方实施严

格的外部监督。
然而，这一衡量标准过于强调强制力度，忽略了管理水平。 管理学派认为，合作者

未能遵约并不是因为他们主观上不愿遵守，而是出于一些“无奈的”原因。 这些原因

包括：国家缺乏履行义务或承诺的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条款本身模糊不清、存在争议；不可

规避的时滞（ｔｉｍｅ ｌａｇ）问题。 因此，提高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关键不在于增大强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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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Ｄｏｗｎｓ， Ｄａｖｉｄ Ｍ． Ｒ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Ｎ． Ｂａｒｓｏｏｍ， “Ｉｓ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３８７．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９４ 页。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Ｄｏｗｎｓ， Ｄａｖｉｄ Ｍ． Ｒ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Ｎ． Ｂａｒｓｏｏｍ， “Ｉｓ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ｐ．３８７－３８８．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ｂｂｏｔｔ，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４， Ｎｏ．３， ２０００，

ｐ．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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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于过程管理（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与能力构建。 国际机制需要通过减少规则的模

糊性，构建透明的信息系统，①提供充足准确的信息，为国家提供技术、人员或财政支

持②等方式来帮助国家提高履行承诺的能力。

管理学派的洞见表明，管理水平或“支持能力”也是制度化水平的一个重要维

度。③ 在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中，机构的管理水平主要表现为实体结构和组织程序的完

善程度，④例如，是否设有独立的秘书处、是否拥有全职的专业员工，决策程序是否科

学以及融资程序是否专业等。 要更加合理地衡量制度化水平，需要在原有指标基础上

加入管理能力指标。 基于已有研究，⑤本文根据实体身份、法律身份、规则精确度、授

权程度、机制形式、机制结构、组织结构、组织特征等八个维度将伙伴关系的制度化水

平依次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参见表 ２）。

表 ２　 公私伙伴关系制度化水平衡量指标

机制化因素 低 中 高

实体状态 时间限制 无时间限制 永久性

法律身份
无独立的
法律身份

拥有法律身份
拥有一份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
拥有法律身份

规则精确度 宽泛的规则 拥有自由裁量的区域 严苛详细的规则

授权程度 无监督机制 内部或外部的监督 外部监督、集中执行

机构形式
没有中央联络处
（ｃｅｎｔｒｅ ｐｏｉｎｔ）

有联络处；
位于主办机构内部，
但拥有自己独立的办
公机构

建立了总部；
拥有协调不同部门的整体规划

机构结构
无正式或独立的

管理机构
正式的决策程序；
部分预算权

正式的决策程序；
拥有完全的预算权；
正式的理事会

组织结构 无会员身份标准
明确了会员身份；
尚未制定相关标准

界定了会员身份及相关标准或原则

·０１·

　 制度化水平、参与深度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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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Ｉ． Ｆｉｎｅｌ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Ｍ． Ｌｏｒｄ， “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２，１９９９， ｐ．３１５．

这包括技术、财政、行政等各方面的能力。 参见 Ａｂｒａｍ Ｃｈａｙ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ａ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Ｃｈａｙｅｓ， “Ｏｎ Ｃｏｍ⁃
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７， Ｎｏ．２，１９９３， ｐ．１９４。

“支持能力”主要指公私伙伴关系为参与伙伴或目标援助国提供技术、人员与财政支持的效率与能力。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Ｂｅｉｓｈｅｉｍ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Ｌｉｅｓｅ， ｅｄ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２８．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Ｈｏｍｋ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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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机制化因素 低 中 高

组织特征

集中的决策
详尽的商业计划；
拥有战略决策及执行机构

少量全职员工 全职员工
全职员工；
健全的员工管理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Ｈ１）：

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制度化水平越高，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水平越高。

（二）私有部门的参与深度与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

建构主义国际机制理论认为，社会学习能够塑造行为体偏好，改变行为体行为，从

而提高机制的有效性。 然而，建构主义的理论假设较少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以参与

为例，一些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参与范围越广，机制的包容性越强，有效性就越强。 对

此，拜斯海姆和莉泽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这一点只在创立标准型（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的

伙伴关系上体现得较为明显。① 例如，作为旨在规范跨国公司行为的伙伴关系，全球

契约（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只有吸引大批跨国公司参与，才有机会通过社会学习和良性互

动塑造公司偏好和行为。 但私有伙伴的广泛参与往往会带来低效率和执行困境，从而

损害机制的有效性。 因此，对于需要较高执行力度的伙伴关系而言，吸收过多的参与

伙伴反而不利于机制有效性。

合作伙伴的数量不一定是影响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但其参与深度却有重要影响。

私有部门的参与深度取决于公私伙伴关系的决策程序。 其决策程序可分为三类：公私

部门联合决策、咨询决策和公有部门专断决策。② 联合决策是指私有部门有权参与决

策进程，与公有部门讨论决策问题，并联合做出决策。 咨询决策是指公有部门询问私

有参与者的观点，在慎重考虑私有伙伴的建议后独自做出决策。 专断决策则是指公有

部门独自做出决策，不询问私有部门建议。 如图 ３ 所示，在联合决策程序下，私有部门

的参与程度最高；在专断决策程序下，私有部门的参与程度最低；咨询决策形式下的私

有部门参与度介于两者之间。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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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ｐ．１３．



图 ３　 决策程序分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依据组织领导学的相关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反映私有部门参与程度的决策程序

会直接影响决策质量和决策接受度。 首先，就决策质量而言，由于决策质量反映决策

结果的客观效用，高质量的决策有利于提高机构绩效。① 决策程序与决策质量之间的

关系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其一，新的参与者能否提供高质量信息，或弥补原有决策部

门所缺乏的知识或技能。 其二，原有决策部门对决策问题是否缺乏认知，或是否需要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② 倘若参与者能够提供高质量信息或创新性思维，则参与深度越

高，决策质量越高。 倘若参与者缺乏提供所需信息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吸收参与者不仅

无助于提高决策质量，还会引发与原有决策部门的分歧，导致决策质量和效率的下降。

在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中，私有部门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公私联合决策比公有部门专

断决策的质量更高。 与公有部门相比，私有部门往往具备“商业智慧”和专业特长，它

们有能力为决策提供不同维度的信息，也了解如何利用市场规律和专业知识发掘创新

性渠道，从而能够弥补公有部门的知识和技能短板，改善政府间合作（公有部门）治理

模式信息不对称和创新不足的局面，有助于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 因此，对于公私伙

伴关系而言，公私联合决策比公有部门专断决策或咨询决策更加有效。 换言之，私有

部门参与深度越高，决策质量越高。

其次，决策程序还会影响决策接受度。③ 一般而言，私有部门越是深度参与决策，

就越倾向于支持决策结果。 原因在于，在深度参与决策过程中，私有部门会认为自己

的立场得到重视，会感受到自己对决策进程的影响力，从而逐渐形成一种“主人翁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意识。④ 主人翁意识意指处于主人翁地位的行为体所具有的当家作主的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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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管理学的“绩效”概念基本涵盖有效性的“输出（ ｏｕｔｐｕｔ）”层面，部分涵盖有效性的“结果（ ｏｕｔｃｏｍｅ）”
维度。

Ｖｉｃｔｏｒ Ｖ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Ｇ． Ｊａｇｏ，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７， Ｎｏ．５， １９８８， ｐｐ．３２－４２．

加里·尤克尔著，丰俊功译：《组织领导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８１ 页。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ｉ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ａｒｉｓ，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ｄａｃ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ｐａｒｉ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ｒａ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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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倾向、认知倾向与行为倾向。① 拥有“主人翁”意识的参与者会认为自己是机构决

策和发展进程的“主人”。 这种“主人翁”或“所有者”的认同感可以增强私有部门接

受和执行决策的动机。

此外，对程序正义的研究发现，参与过程本身有助于决策参与者接受决议内容，无

论他们是否得到理想的结果。② 就公私伙伴关系而言，一方面，通过参与重大决策，私

有部门会认为他们得到了“体面的”对待和尊重；③另一方面，私有部门更加认同透明

的结果和程序正义。④ 具体而言，在商议（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过程中，私有部门可以与其他参

与者交换意见，有权为自身利益辩护，有机会学习决策的目标、面临的障碍和替代方

案，从而降低私有部门对决策结果不确定的焦虑和担忧。⑤ 只有在参与讨论后，私有

部门才能了解各方立场和决策依据，从而更易于接受决策的执行成本。 因此，私有部

门参与越深，对决策的接受度就越高。

决策接受度与有效性之间并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只有在决策必须被参与者执

行，或参与者是重要的执行者之一时，决策接受度才会对机制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⑥

对于公私伙伴关系而言，私有部门恰恰是决策的主要执行者。 伙伴关系往往需要私有

部门提供大量的人力、财政和技术支持。 因此，作为决策的重要执行者与实施者，私有

部门对决策的接受程度越高，执行程度就越高，伙伴关系就越有效。

综上所述，由于私有部门的特有优势，其参与深度越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接受度就

越高，机制的有效性水平（输出层面与结果层面）就越高。 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Ｈ２）：

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私有部门的参与深度越高，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水

平越高。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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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解释框架

就制度属性而言，制度化水平和私有部门的参与深度构成了伙伴关系有效性的核

心解释变量。 依据理性主义的解释路径，伙伴关系的制度化水平越高，规则的强制力

度与机构的管理水平越高，参与者的背叛行为越少，机构的支持能力越强，伙伴关系的

有效性水平越高。 依循建构主义的解释路径，私有部门的参与程度越深，私有部门的

“商业智慧”与创新能力越能得到有效利用，私有部门越易于接受决策结果，决策质量

与决策接受度越高，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水平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当推动制度化水平的制度改革由私有部门发起时，私有部门的参

与深度与制度化水平将彼此影响，相互强化。 原因在于，私有部门往往需要正式的制

度将其享有的决策权固定下来，需要完善的制度框架约束公有部门，需要高效的管理

保证投资回报率。① 同时，正式化的制度又会反过来巩固私有部门的决策权力，保障

私有部门的实质参与。 但是，私有部门并不是制度改革的唯一推动者，面临强大的外

部压力时，享有传统权力优势的公有部门也会放弃部分控制权，提高伙伴关系的制度

化水平。
为了进一步考察两大因素与有效性的关系，根据有效性的逻辑模型，需要控制输

入环节的私有部门所能提供的人力、财政与技术资源（资源量）对有效性的影响。 同

时，还需控制问题属性、治理对象所处环境等非制度性因素对有效性的影响。 如图 ４
所示，在可用资源量与其他混杂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将随着制

度化水平和私有部门参与深度的变化而变化。 公私伙伴关系的制度化水平越高，私有

部门的参与深度越高，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就越高；反之，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越低。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在第四部分将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

为案例，对制度特征与有效性之间的因果机制展开过程追踪。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

例，有以下四点原因：其一，两个案例的选择不仅符合覆盖正面和负面案例的要求，还
有助于控制输入环节的可用资源量对有效性的影响。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拥有比全球

疫苗免疫联盟更多的合作伙伴，这意味着前者的可用资源量胜于后者。 即便如此，前
者的有效性水平仍然不如后者。 如果二者的可用资源量相同，就更有理由预期前者的

有效性水平低于后者。 因此，对这两个案例的比较，起到了控制输入环节的可用资源

量的作用。 其二，二者同在药品服务领域开展治理行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疫苗

药品服务，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提供抗疟药品服务，与抗艾滋病等药物相比，以上两类药

品的研发相对成熟且较易获得，问题本身的难易程度相当。 其三，二者的主要治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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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解释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象国均在非洲地区，面对同等的物理环境与社会条件。 非洲国家的医疗水平普遍欠

缺，儿童疫苗覆盖率较低，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重点服务区域。 同时，非洲地区的疟

疾发病率占全球范围的 ９０％，①也是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主要治理对象。 除少数亚洲

与拉美国家外，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治理重点均在非洲，尤其在

西非与南非地区，二者的治理对象国近乎重叠，②面临基本相同的物理环境与社会条

件。 其四，由于 ２００６ 年之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水平发生了变化，选择以上两

个案例可以同时展开案例间和案例内比较，在实现过程追踪的同时，凸显定性研究的

“比较”精神。③

四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有效性

（一）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盖茨夫妇基金会的深度参与及其推动的制度建设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以盖茨夫妇儿童疫苗项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

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制药协会联盟为主要参与者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正式成

立。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主要职责在于通过提供疫苗服务、促进新型疫苗的发展来降

低可预防疾病的发病率。

·５１·

􀪇􀪇􀪇􀪇􀪇􀪇􀪇􀪇􀪇􀪇􀪇􀪇􀪇􀪇􀪇􀪇􀪇􀪇􀪇􀪇􀪇􀪇􀪇􀪇􀪇􀪇􀪇􀪇􀪇􀪇􀪇􀪇􀪇􀪇􀪇􀪇􀪇􀪇

①
②

③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ｄ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 ／ ｏｕｒ－ｗｏｒｋ ／ ｗｈｅｒｅ－ｗｅ－ｗｏｒｋ ／ ａｆｒｉｃａ，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８ 日。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ｄ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 ／ ｏｕｒ－ｗｏｒｋ ／ ｗｈｅｒｅ－ｗｅ－ｗｏｒｋ ／ ａｆｒｉｃａ，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８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ｖｉ．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８ 日。
参见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ｒｔｏｒｉ， “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３， Ｎｏ． ３，

１９９１， ｐｐ．２４３－２５７；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ｅｄｄ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Ｙｏｕ Ｃｈｏｏｓ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Ｙｏｕ Ｇｅ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２， Ｎｏ．１， １９９０， ｐｐ．１３１－１５０。



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创立背景与盖茨夫妇基金会的加入

１９９９ 年，作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前身，儿童疫苗倡议因运营不当宣告解散。 此

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公有部门与制药公司之间就建立新的疫苗伙伴关系展开

了多次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世界卫生组织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更加注重本机构对伙伴关系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公有部门希望在

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下成立一个附属的、仅具备协调功能的小型秘书处。 然而，制药

公司却将世界卫生组织等公有部门视为臃肿的、缺乏绩效考核的官僚机构，他们并不

相信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的疫苗项目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化的投资回报率。 加上资金

匮乏问题，谈判越发陷入困局。

在此背景下，盖茨夫妇基金会携 ７．５ 亿美元加入，首先解决了疫苗项目的资金短

缺问题。 基金会接下来意识到，作为疫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私有部门的参与对全球

疫苗免疫联盟能否获得成功至关重要，但公有部门对于公共物品完全“私有化”的担

忧也值得尊重。 盖茨夫妇基金会从中协调，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 一方面，基金会

成功说服世界卫生组织，使之同意建立一个独立于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之外的正式机

制；另一方面，盖茨夫妇基金会也代表私有部门主动做出让步，①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获得永久理事会席位，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秘书处也暂由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托管。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正式成立，随后组建了理事会。 作为核心决策机

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理事会由盖茨夫妇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

世界银行共同组成。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还成立了负责日常决策的执行委员会。 在执

行委员会中，盖茨夫妇基金会同样拥有一票表决权（如图 ５ 所示）。 作为创始会员，盖

茨夫妇基金会享有与公有部门联合决策的权力，成为决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未来方向

的重要力量。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内部人员在受访中表示，在理事会四大永久会员

中，盖茨夫妇基金会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发展影响最大。②

２．盖茨夫妇基金会推动的制度建设

正式化的制度有助于保障私有部门的决策权力，高水平的过程管理有助于确保私

有部门的投资回报率，因此，盖茨夫妇基金会坚信，只有组建完善的机制架构，疫苗项

目才能获得成功。③ 纵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制度发展过程，盖茨夫妇基金会是其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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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执行会员会表决席位

资料来源：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ｖｉ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ｒ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架内制度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创立之初，在讨论执行委员会席位分配制度时，盖茨夫妇基金

会坚持认为，制药公司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平等参与伙伴，理应获得决策席位。①

面对公有部门的阻挠，盖茨夫妇基金会依然为制药公司争取到两个席位。 同时，为了

减少权力的滥用与腐败现象，盖茨夫妇基金会还为独立个体（第三方）争取到九个席

位，使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受到第三方监督。②

在盖茨夫妇基金会的敦促下，２０００ 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理事会发布了首份阶段

性战略计划。 自 ２０００ 年至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共确立了四个阶段的战略目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为第一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为第二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为第三阶段，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为第四阶段。 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为例，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为全球疫苗

免疫联盟确立了四大目标：③（１）疫苗目标，即加速疫苗的公平分配与覆盖；（２）系统目

标，即提高疫苗配送系统的效率；（３）可持续目标，即增强受援国免疫项目的可持续

性；（４）市场塑造目标，即有效塑造疫苗和其他免疫药品的市场。 该战略框架还为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设定了八大运作原则：国家领导、团队合作、全球参与、促进与持续、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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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内部监督外，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还受到瑞士基金会监察委员会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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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协调、鼓励创新、合作与责任。 此外，战略计划书还指出机制发展的四大促进因素：
国家的领导力、管理与协调、倡导能力、资源动员与监督评估。 在上述目标和原则的指

导下，计划书又明确了具体实施步骤和注意事项。 作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路线图，
四份详尽的战略计划使伙伴关系能够及时回应疫苗市场变化，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在成立理事会与执行委员会的基础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开始陆续组建常设董事委员会、秘书处、审计处、咨询委员会等机构部门。 各部门分工

明确，雇有正式员工。 作为核心决策部门，理事会享有对一切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在决

策过程中，理事会应努力实现协商一致，若无法达成一致，决策需 ２ ／ ３ 多数成员同意方

可通过。 理事会有权批准年度预算，任命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管理人员，包括首席执

行官、秘书长以及财务主管等。 执行委员会享有理事会授权，有权处理日常事务，进行

紧急决策。 常设董事委员会包括管理（提名）委员会、审计与财政委员会、项目与政策

委员会、投资委员会与发展委员会。 除执行委员会拥有理事会赋予的委托权力，其他

常设委员会皆以顾问的身份服务于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 秘书处负责管理关系事务，
包括敦促机构的利益攸关者参与机构事务，协助维护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伙伴关系。
审计处负责日常财务工作。 咨询委员会由技术专家组成，提供日常咨询服务。 这些职

能划分均在 ２００８ 年颁布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章程》中得到正式确认。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盖茨夫妇基金会与其他理事会成员共同颁布了《全球疫苗免疫联

盟章程》。 作为一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伙伴关系协议，该章程包含总则、融资途径、机
构设置、修正案与协议的解除等部分，除进一步明确各机构的组成和职能外，还详细规

定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性质、名称与存续等内容。① 其中，总则第 ５ 条规定全球疫

苗免疫联盟的存续并无时间限制。
除正式章程外，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还在同一时间颁布了机构的具体规章。 规章进

一步详细划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机构原则、部门职能、决策程序与员工的选拔与任

命。② 依据机构章程第二条第二款的相关内容，理事会组成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有权依据法律协议提名具备任职资格的候选人为理事会成员，其他管理人员一律由理

事会任命。 该条款还具体规定了成员的提名、任命、辞职与离职等程序。
若分别赋予制度化水平的高中低三个层次以 ３、２、１ 分，参照上文确立的指标，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制度化水平得分如下（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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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制度化水平得分

机制化
水平指标

实体
状态

法律
身份

规则的
精确度

授权
程度

机构
形式

机构
结构

组织
结构

组织
特征

表现
无时间
限制

拥 有 一
份 有 法
律 拘 束
力 的 协
议

详细的
规则

受到内
部监督
与第三
方监督

建立了总部；
拥有协调不
同部门的整
体规划

正式的决策
程序；
拥有预算权；
正式的理事
会

界 定 了
会 员 身
份 及 标
准 或 原
则

详 尽 的
商 业 计
划；
全 职 员
工

分值 ２ ３ ３ ２ ３ ３ ３ 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３．盖茨夫妇基金会与决策质量及决策接受度

在推动制度化建设的同时，盖茨夫妇基金会的深度参与还有助于提高伙伴关系的

决策质量与决策接受度。

与公有部门相比，盖茨夫妇基金会拥有丰富的“商业智慧”与绩效导向的商业思

维，基金会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认知与资源优势，利用“商业途径”改

变官僚机构资金匮乏且低效冗杂的局面。 一些参与者在受访时表示，盖茨夫妇基金会

一直积极倡导创新的和高效的融资与发展途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创新理念与举措

大多是在盖茨夫妇基金会的推动下实现的。①

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成立之前，国际援助皆基于短期的具体项目，并常由外部代

理机构或捐赠国为发展中国家设置议程。 这种传统疫苗项目的缺陷之一是缺乏资金：

捐赠国无法长期稳定地提供资金，所提供的资金数量又极为有限。 传统项目还常常忽

视受援国的意愿和实际情况，忽视援助项目的绩效，致使实际的疫苗援助工作不符合

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针对传统机制存在的资金匮乏这一缺陷，在盖茨夫妇基金会倡导下，全球疫苗免

疫联盟创造性地采用三种市场融资机制②以获取稳定充裕的资金。

第一种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配比基金。 这一基金旨在利用社会力量融资。 在该

项目框架下，盖茨夫妇基金会与英国国际发展部（ＤＦＩＤ）承诺联合出资 １．３ 亿美元，而

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企业、基金会、消费者、雇员等也按照相应比例出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通过这种方式，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共筹集到 ２．６ 亿美元。 这种鼓励社会力量多方

参与的融资计划不仅缓解了基金短缺的困难，而且使疫苗问题赢得广泛的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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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国际免疫融资机构（ＩＦＦＩ）。 ２００６ 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成立国际免疫

融资机构，旨在增强免疫项目基金的可用性与持续性。 基于捐赠国政府做出的 ６３ 亿

美元的长期出资承诺，国际免疫融资机构通过在资本市场销售“疫苗债券”为全球疫

苗免疫联盟项目筹措资金。 这是史上首个让捐赠方做出长达 ２０ 年出资承诺的融资机

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免疫项目上做好长期预算与计划。
第三种是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ＡＭＣ）。 这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另一项财政

革新计划。 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旨在促进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

需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盖茨夫妇基金会与意大利、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挪威等五个捐

赠国共同出资 １５ 亿美元启动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试点项目。 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

划的运作逻辑在于，制药公司只有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才有投资生产疫苗的动机。
作为稳定收益的交换，制药公司需要签订法律协议，承诺长期提供不超过 ３．５ 美元一

剂的低价疫苗。 这一计划使受援国政府能够为国内疫苗项目做好预算，而无须担忧疫

苗短缺或突然涨价。
这些市场融资手段不仅为疫苗项目筹得了大量资金，还保证了资金来源的持续

性。 无论是作为融资机制的创立者或推动者，还是作为市场手段的资金提供方与技术

支持方，盖茨夫妇基金会在推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利用市场规律革新融资手段的过程

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由于传统机制常忽视援助项目的绩效和受援国的意愿，往往造成资金利用

效率低或机构人员与受援国政府沟通不畅的困境。 为解决这一难题，盖茨夫妇基金会

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框架下大力推动援助项目理念从“按需要分配”向“基于绩效分

配”的转变。 后者意味着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允许国家拥有自由选择申请何种项目、何
时申请以及灵活使用援助资金的权利。 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框架下，供受援国政府选

择的申请项目种类多样，包括新型疫苗项目、免疫服务项目以及完善医疗体系项目等。
若要申请上述项目，政府需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独立审查委员会提交融资申请，之后

经由秘书处审查，最后交由理事会复审。 受援国能否通过审查或能否继续获得资金主

要依据数据质量稽查（ＤＱＡ）的绩效结果。①

在参与并影响决策的过程中，盖茨夫妇基金会逐渐孕育出一种“主人翁（ ｏｗｎｅｒ⁃
ｓｈｉｐ）”意识。 自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成立以来，盖茨夫妇基金会积极参与其各项事务，
并在多个场合以“主人”自居，呼吁各界人士承担起对儿童疫苗的责任。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６ 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次在莫桑比克投放疫苗。 盖茨夫妇基金会行政长官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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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ａｔｅｓ）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理事以及莫桑比克总统阿金·希萨诺

（Ｊｏａｑｕｉｍ Ｃｈｉｓｓａｎｏ）一道观摩了数名儿童在莫桑比克博阿内健康中心注射疫苗。 威

廉·盖茨表示：“经过一年的努力，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行动有了丰硕的成果。 ‘我们

（ＧＡＶＩ）’必须将疫苗尽快投放到世界其他地区，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①２０１１ 年 ５

月，针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厂商愿意压低报价这一事件，盖

茨夫妇基金会给予了高度赞赏。 盖茨夫妇表示：“基金会的‘优先事项’之一是为世界

上贫穷国家的孩子接种疫苗。 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厂家降低报价将使‘我们’的联盟

离目标更进一步。”②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认捐会议上，比尔·盖茨（Ｂ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承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将继续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投入 １５．５ 亿美元资金，用于“为

孩子们缔造美好的世界”。 盖茨在演讲中表示：“疫苗是儿童健康福利的最好投资，这

也是为何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成为基金会最重要投资项目的原因，基金会认捐的这些资

金将给予世界各地的儿童一个健康的开始……‘我们’锻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联盟，

这一联盟成功地加快了疫苗的投入和使用……‘我们每个人’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

任，扩大疫苗覆盖率，使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注射疫苗的权利。”③

在基金会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之际，其他私有部门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

认同感也因“程序正义”而得到强化。 如上文所述，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决策程序

下，盖茨夫妇基金会与制药公司等私有部门在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中均享有商议权和

表决权。 这种程序上的正义赋予了决策结果以合法性，使私有部门能够通晓各方立场

与决策根据，从而更愿意接受决策结果。 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报告中皆指出，在

对参与伙伴进行访谈时，大部分私有部门的受访者表示享受互相争辩、互相驳斥、接受

新观点并最终达成共识的决策过程。 一些受访者还表示，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决策

框架下，私有部门可以抛却顾虑，公开表达自身观点。④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在

这样的决策框架和文化氛围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合作伙伴皆为

实现同一目标而努力，没有发生过某部门拒绝执行决策结果的状况。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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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有效性水平

在盖茨夫妇基金会的推动下，完善的制度建设、高质量的决策以及广泛的决策接

受度使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在输出、结果与影响层面表现良好。
在输出层面，得益于严苛的监督机制，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成员需定期发布进展报

告和评估指标，以保障内部与外部监督工作有据可依。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早已建立起

完整的评估指标，包括任务指标、疫苗目标指标、医疗体系目标指标、金融目标指标以

及市场塑造目标指标。 自 ２００６ 年起，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定期发布年度进展报告，迄今

为止共发布了九份年度报告，①还发布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两个阶段的

评估报告。② 此外，针对特殊项目，例如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项目，全球疫苗免疫联

盟也会对其结果和影响进行评估，并发布相关报告。③

作为输出维度的另一重要衡量指标，充裕的资金是疫苗项目的基石。 盖茨夫妇基

金会的深度参与则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资金保障。 盖茨夫妇基金会支持下的三种

创新市场融资机制保证了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如图 ６ 所示，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配

比基金国际免疫融资机构、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等创新型市场融资机制所获资金占

总资金的 ２０％—３０％。
作为重要投资方，自视为伙伴关系“主人”的盖茨夫妇基金会更愿承担投资风

险。④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盖茨夫妇基金会出资额占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总融资额的 ２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盖茨夫妇基金会出资总额高达 ３．７５ 亿美元。 同时，得益于基金会的雄

厚财力与社会影响力，盖茨夫妇基金深度参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这一事实本身也推动

了其他捐赠者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投资。 由于私有部门的资金投入，许多受访者认

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突出优势之一是拥有充裕资金，这些资金保障了疫苗的持续供

应，使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不必做出困难的投资选择。 如图 ７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为 ７５ 个国家提供了总额约 ８５ 亿美元的专项基金。

就疫苗覆盖率而言，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援助的疫苗种类分为乙肝疫苗、流感嗜血

杆菌疫苗、黄热病疫苗和白喉—破伤风—百日疫苗（ＤＴＰ３）。 遵照《全球疫苗免疫联

盟章程》与相关规章制度，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疫苗从采购

到投放皆有全职的专业人员完成，接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疫苗服务的儿童人数逐年提

升。 如图 ８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受援国接种乙肝疫苗的儿童人数共计 ２．８６ 亿，６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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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融资方式

资料来源：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ｖｉ． ｏｒｇ，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图 ７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资金投入

资料来源：ＧＡＶＩ，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ＡＶ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ｖｉ．ｏｒｇ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访
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ＧＡＶＩ， Ｔｈ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ｖｉ．ｏｒｇ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的疫苗服务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受援国接种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的儿童人数总计

４２００ 万，９２％（３９００ 万）的疫苗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受援国接种黄热病疫苗的儿

童人数总计 ３４００ 万，９９％的疫苗服务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 此外，全球疫苗免疫

联盟还为受援国 ５４００ 万名儿童接种了白喉—破伤风—百日疫苗。

受益于盖茨夫妇基金会的“商业智慧”，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基于绩效分配”的援

助理念给予受援国充分的选择空间。 在选择申请援助之后，受援国需要接受全球疫苗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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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接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疫苗服务的儿童数量

资料来源：ＧＡＶＩ，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ＡＶ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ｖｉ． ｏｒｇ ／ ｒｅ⁃
ｓｕｌｔ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免疫联盟的实时监督金和绩效评估。 倘若受援国政府的绩效不达标，接下来的资金申

请将很难成功。 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目标受援国有更充足的动力

提高本国的疫苗覆盖率，完善医疗体系。 如图 ９ 所示，在结果层面，受援国儿童的疫苗

覆盖率稳步增加，其中，乙肝疫苗覆盖率的增长最为迅速。

图 ９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援助国疫苗覆盖率

资料来源：ＧＡＶＩ，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ＡＶ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ｖｉ． ｏｒｇ ／ ｒｅ⁃
ｓｕｌｔ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作为结果维度的另一衡量指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对疫苗市场的塑造能力则取决

于制药公司是否同意以低价持续供应疫苗。 凭借盖茨夫妇基金会与制药公司的特殊

联系以及制药公司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程序正义”的认同，制药公司始终履行着低

·４２·

　 制度化水平、参与深度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
􀪇􀪇􀪇􀪇􀪇􀪇􀪇􀪇􀪇􀪇􀪇􀪇􀪇􀪇􀪇􀪇􀪇􀪇􀪇􀪇􀪇􀪇􀪇􀪇􀪇􀪇􀪇􀪇􀪇􀪇􀪇􀪇􀪇􀪇􀪇􀪇􀪇􀪇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

价供应疫苗的承诺。 如图 １０ 所示，受援国儿童注射全套疫苗的价格逐年降低，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均保持了 ２２ 美元的低价。

图 １０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援助国单套疫苗价格

资料来源：ＧＡＶＩ， Ｔｈｅ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ｖｉ．ｏｒｇ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在输出和结果层面的良好表现，为最终消除疫苗可预防性疾病

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影响层面，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全球疫苗免疫联

盟支持的疫苗项目共阻止了 ３９８ 万儿童因患百日咳、Ｂ 型流感嗜血杆菌性肺炎或乙肝

而丧生。 如表 ４ 所示，这一数据还在逐年增加。

表 ４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疫苗项目挽救的人数

时间 百日咳 流感嗜血杆菌肺炎 乙肝 总计人数 累积人数

２０００ — — — — —

２００１ ４０００ —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９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７８０００ ３０７０００ ３１７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４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３４９０００ ３９４０００ ７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４１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 ４６００００ １１７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７３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４３５０００ ５４１０００ １７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８７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４６８０００ ５９７０００ ２３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７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５０２０００ ２８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８０００ ８２０００ ４０１０００ ５５９０００ ３３７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０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 ３８１０００ ６１２０００ ３９８２０００
　 　 资料来源：ＧＡＶＩ，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ＡＶ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ａｖｉ．ｏｒｇ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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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世界卫生组织的严格控制与外部压力下的制度改革

１９９８ 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Ｇｒｏ Ｈａｒｌｅｍ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
发起了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其创始伙伴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众多跨国公司和公民社会组织。 作为药品服务型伙伴关

系，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目标在于通过提供相关药物减少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１．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成立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严格控制

作为公私伙伴关系模式的积极拥护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布伦特兰（Ｇｒｏ
Ｈａｒｌｅｍ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发起了遏制疟疾伙伴关系。 布伦特兰虽是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推

动者，但她并未预料到，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的尝试有悖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利益和

规范。
首先，与布伦特兰的理念相左，世界卫生组织的大部分人员认为，如果遏制疟疾伙

伴关系的秘书处和工作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疟疾控制领域

的影响力就会遭受挑战。 并且，世界卫生组织担心以往属于它的有限资金将流入遏制

疟疾伙伴关系下属项目。① 其次，在布伦特兰担任总干事之前，世界卫生组织一直严

格秉持“公利（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理念，而与私有部门（尤其是制药公司）的合作会损害组

织的公利原则，②这一传统观念不会在短期内改变。 因此，在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发起

之后，受限于内部保守势力与传统“公利”理念，世界卫生组织既不愿将遏制疟疾伙伴

关系转变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不受控制的援助机构，也不愿与制药公司展开深度

合作。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成立之后，凭借对其秘书处的托管权，世界卫生组织控制着遏

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各项事宜。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人事任命规则下，遏制疟疾伙伴关系

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对世界卫生组织直接负责，秘书处无权自主做出任何人事任免决

定。③ 世界卫生组织对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秘书处实施直接控制的权力优势是任何私

有部门无法比拟的。 如表 ５ 所示，与同时期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相比，遏制疟疾伙伴

关系的资金筹措、决策制定、行政管理、技术支持均由世界卫生组织托管下的秘书处负

责，而负责国家层面具体事务的委员会也由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办事处直接指派。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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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Ｂｅｉｓｈｅｉｍ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Ｌｉｅｓｅ， ｅｄ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５７．

参见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Ｂｅｉｓｈｅｉｍ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Ｌｉｅｓｅ， ｅｄ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５９；关于公有部门“公利”原则的表述，参见 Ｊｕｄｉｔｈ Ｒｉｃｈｔｅｒ， “Ｗ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ｒ “Ｗ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Ｕ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ｐｐ．９－１０。

Ｊｏｎａｔｈｏｎ Ｓｉｍｏｎ， 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ＲＢ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３， 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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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相对独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相比，虽然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吸纳了近百

个公司或基金会，却没有任何私有部门在遏制疟疾伙伴关系中拥有较大影响力。 遏制

疟疾伙伴关系被许多参与伙伴视为世界卫生组织统筹下的“另一个项目”，①而非正式

的平等伙伴关系。

表 ５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权责划分对比

资金筹集 ／
发起倡议

政策制定 行政管理
技术支持 ／
信息共享

国家层面
事务协调

全球疫苗免
疫联盟

理事会 理事会 秘书处
工作组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ｓ）

跨部门协调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ｓ）

遏制
疾伙伴关系

秘书处 秘书处 秘书处
秘书处 ／
地区办事处

由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办事
处指派的国家疟疾项目办
事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资料来源：Ｍａｌａｒｉ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ｌａｒｉ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２．外部压力下的制度改革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遏制疟疾伙伴关系仅拥有世界卫生组织管理下的小型秘书处，没

有设立任何决策程序或规则来指导参与伙伴的行为。 对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多数

参与者而言，它们甚至不清楚有哪些合作伙伴，伙伴之间的权责如何划分，伙伴关系究

竟意味着什么。②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每年召开一次伙伴会议，会议上的讨论内容较为

空泛，对决策的达成毫无助益。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参与伙伴都对遏制疟疾伙伴关

系表达出不同程度的失望和不满。

若将制度化水平的高中低三个层次分别赋以 ３、２、１ 分，该时期遏制疟疾伙伴关系

制度化水平得分参见表 ６。

在松散的伙伴关系架构下，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在这一阶段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基

本没有开展治理行动。 ２００２ 年，英国国际发展部针对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做了一项独

立的外部评估。 这份评估报告指出，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机制架构需要做出调整，才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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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２００２， 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ｌａｒｉ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ｐ．３．



能在全球层面有所作为。① 该报告建议，遏制疟疾伙伴关系需要明确界定参与伙伴的

角色，提高它们的责任意识，敦促各方履行自己的义务。 同时期的多份评估报告也指

出，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没能实现其大部分目标。② 加文·雅米（Ｇａｖｉｎ Ｙａｍｅｙ）直接称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是“失败的健康倡议（ｆａｉｌ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③

表 ６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制度化水平得分（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
机制化

水平指标
实体
状态

法律
身份

规则的
精确度

授权
程度

机构
形式

机构
结构

组织
结构

组织特征

表现
无时间
限制

无独立
的法律
身份

宽泛的
规则

无监督
机制

有小型
秘书处

无正式的或
独立的管理
机构

无 会 员
身 份 标
准

少量 全 职 员
工，受世界卫
生组织领导

分值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２００５ 年年底，参与伙伴也开始质疑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存在理由。 面对强大的

外部舆论压力与内部解散风险，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做出让步，交出部分控制权。 经

过激烈讨论，世界卫生组织与其他理事会成员共同发起了“改变倡议（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 ２００６ 年，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开始改善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化建设。 在“改变倡

议”的推动下，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制定了正式的决策程序、财政计划与战略计划，发布

了详细的伙伴关系章程，虽然有些规定依旧措辞模糊。

在机制构成方面，④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建立了管理、咨询以及行政机构，包括伙伴关

系论坛、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理事会次级委员会、工作小组、任务小组、次区域网络和秘

书处。 理事会拥有八大席位，其中一个席位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有，其余七个席位来自七

个“选民阵营（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 只有达到法定人数，即在每个选民阵营至少派出一名代

·８２·

　 制度化水平、参与深度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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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
ｌａｒｉ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参见 Ａｍｉｒ Ａｔｔａｒａｎ，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Ｗｈｅｒｅ Ｄｉｄ Ｉｔ Ａｌｌ Ｇｏ Ｗｒｏ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４３０， ２００４， ｐｐ．９３２－９３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ｄｏｉ ／ ａｂｓ ／ １０．１５９６ ／ ９７８－０－８２１３－６１９９－３，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ｌａｒｉａ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Ｇａｖｉｎ Ｙａｍｅｙ，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Ａ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Ｂａｌｔ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３２８，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０８６－１０８７．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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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情况下，理事会做出的决策才可生效。 章程规定，理事会主席应尽力促使世界卫生

组织和各选区代表达成共识，但并未详细阐明最终决策是按照一致通过原则还是多数票

原则通过。 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不同，执行委员会不享有理事会的授权，而是仅仅负责设

置会议议程、起草决议以及监管秘书处的执行情况等事务。 秘书处是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最

重要的执行机构，它由一批专业职员组成，负责执行工作计划，完成各项指标，处理日常事

务。 秘书处人员的招募和辞退不仅由理事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世界卫生组织影响。

２００６年，世界卫生组织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签订了谅解备忘录，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将秘书

处交由世界卫生组织托管，世界卫生组织为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提供行政和技术支持。

２０１３年，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开始规划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在总结过去工作经验的基础

上，路线图列出了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年度目标、计划活动、药品需求和缺口、财政需求、技

术援助需求以及如何应对威胁等多方面内容，使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行动更具针对性。①

总的来看，２００６ 年之后，“改变倡议”的发起使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有

了一定提升，２００６ 年至今，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制度化水平得分参见表 ７。

表 ７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制度化水平得分（２００６ 年之后）
机制化

水平指标
实体
状态

法律
身份

规则的
精确度

授权
程度

机构
形式

机构
结构

组织
结构

组织
特征

表现
无时间
限制

无独立
的法律
身份

拥有自
由裁量
的区域

内部监
督机制

有联络
处； 无
总部

受世 界 卫 生
组织托管；
拥有 完 善 的
办公机构

界定 了 会 员
身份及标准；
拥有 清 晰 的
路线图

全 职 员
工

分值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虽然进行了机构调整，但进一步的改革却遭遇瓶颈，最大的阻

碍来自世界卫生组织。② 不仅如此，在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拥有专断权力的世界卫生组

织还降低了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决策质量与决策接受度。

３．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决策质量与决策接受度

２００６ 年的制度改革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世界卫生组织的专断决策权。 世界卫生组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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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ｒｂｍ－ｒｏａｄｍａｐ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Ｍａｒｃｏ Ｓｃｈａｆｅｈｏｆ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ｈｉｐ，”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４９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织在保留对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秘书处托管权的同时，凭借理事会的“轮换制度”维持

了专断权力。 在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理事会创立之初，私有部门虽然占有席位，但理事

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决策机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对理事会成员的权力界定模糊，

尤其是早期召开的理事会会议，被喻为“清谈馆（ｔａｌｋ ｓｈｏｗ）”。

尽管理事会的决策职能随着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逐渐凸显，但私

有部门依然无法通过理事会实际参与决策过程。 原因在于理事会采取的“轮换制

度”。 作为八大“选区阵营”之一，私有部门只需从近百个跨国公司或基金会中推选出

数名代表轮流参与理事会会议即可（如图 １１ 所示）。 理事会席位的流动性意味着每

次会议的参与方都不相同，某个私有部门几乎不可能保持对决策的长久影响力。 席位

的频繁更换甚至使参会代表完全不清楚会议所讨论内容。① 换言之，“轮换制”看似增

加了伙伴关系的代表性，扩大了私有部门的参与范围，但也随之削弱了每一个合作伙

伴的实质性参与。

图 １１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理事会席位分配

资料来源：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处于轮换状态的私有部门存在信息劣势。 在对决策背景与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运作模式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参会的私有部门很难促成高质量的决

策。 与之相对，世界卫生组织却在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决策进程中占据权力与信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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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因此，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决策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反映世界卫生组织的偏

好，致使私有部门的“市场智慧”与资金优势难以彰显。 一项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外部评估

报告指出，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在国家层面的行动依然沿袭了公有部门的传统援助风

格，在项目实施上过于因循守旧。① 例如，在一些非洲国家，超过 ５０％的医疗花费都由

家庭自付，而不是依赖政府的公共医疗系统。 在此情况下，有效的援助方式是与当地

私有诊所或药店展开合作，提高这些私有医疗提供者的服务范围与水平。 然而，遏制

疟疾伙伴关系却不愿突破原有的援助方式，与当地私有部门开展医疗合作。 此外，在
公有部门负责的大型医疗项目缺乏人手时，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决策层拒绝采用将部分

项目外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ｕｔ）等“市场方式”解决问题。 对遏制疟疾伙伴关系而言，不突破

传统援助模式的桎梏，就无法克服传统疫苗援助的缺陷。②

在公有部门专断决策模式下，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将自己视为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

领导者，而非参与伙伴之一，③常常在不咨询其他合作者的情形下私自做出决定。 这

种专断决策模式使私有部门在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框架下很难培养出“主人翁”意识。
在情感和认知上，私有部门并不认为自己是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主人（ ｏｗｎｅｒ）”。④

一项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独立评估报告指出，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一些参与伙伴只是借助

其平台“宣传”自己的组织议程或公司“品牌”，缺乏对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信心和忠

诚。 大部分私有部门在借助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牟取组织或

公司私利。 “越来越多的参与伙伴将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当成实现私利的公有图章

（ｓｅａｌ ｔｏ ｓｔａｍｐ）。”⑤作为理事会成员，私有部门在会议中的发言仅仅代表组织或公司

利益，而非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或“选区”立场。 在行为选择上，私有部门不愿在疟疾防

治领域投放过多资金。 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 ７．５ 亿美元创始资金相比，遏制疟疾伙

伴关系仅拥有英国国际发展部提供的 ６０００ 万美元创始基金。 如图 １２ 所示，疟疾防治

领域仅有 ２．５％的资金来自私有部门。
因资金有限，为了争夺资金，世界卫生组织不断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展开竞争，试

图为遏制疟疾行动取得的进步贴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标签。 由于资金匮乏和内部争斗，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许多工作计划难有实质性进展，理事会派遣的任务常常出现执行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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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２００２ 年疟疾防治领域的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困境，大量半途而废的项目还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工作人员的斗志与积极性。①

４．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水平评估：以 ２００６ 年为分界

２００６ 年制度改革之前，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缺乏独立的制度框架与组织架构，不具

备独立行动的能力。 在输出层面，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尚未建立起完整的评估指标，也

未曾公开发布全球层面的内部评估报告或财政报告。 直至 ２００５ 年，遏制疟疾伙伴关

系才正式发布第一份战略计划。

在结果层面，遏制疟疾伙伴关系虽广泛倡导采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 ＩＴＮｓ）或

高效抗疟药品（青蒿素）等方式遏制疟疾传播，却未能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蚊帐或药品

的广泛供应。 如图 １３ 和图 １４ 所示，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在绝大多数疟疾横行的非洲国

家，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与抗疟药品的覆盖率均不足 １０％。

因私有部门的参与度较低，对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缺乏认同感，制药公司并不愿满

足提供低价抗疟药品的援助需要。 因此，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未能有效塑造药品价格市

场。 如图 １５ 所示，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年，抗疟药成本不降反升，从 １９９８ 年每疗程 ０．５ 美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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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非洲地区抗疟药物总覆盖率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３，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图 １４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非洲地区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总覆盖率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３，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至每疗程 ２ 美元。① 同时，疟疾的预防成本也大幅提升，主要体现为杀虫剂与蚊帐成

本的上升。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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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药物成本的上升虽然与抗疟药物从氯喹到青蒿素的转换相关，但也反映出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未能有效

塑造受援国抗疟药市场。



图 １５　 １９９８ 年与 ２００４ 年疟疾治疗和预防成本对比

资料来源：ＲＢＭ，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ｌａｒｉａ，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统筹全球抗疟行动的数年间，由于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与青蒿

素覆盖率较低，疟疾的治疗和预防行动收效甚微。 如图 １６ 所示，在影响层面，该时期

的疟疾致死率并无明显下降，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南部非洲，疟疾致死率甚至呈

现上升趋势。 以遏制疟疾伙伴关系重点援助国加纳为例，该国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疟疾

患病率显著上升。① 部分媒体或外部评估报告据此得出悲观结论，遏制疟疾伙伴关系

基本无望实现 １９９８ 年确立的目标，即 ２０１０ 年之前将疟疾致死率减少一半。②

２００６ 年制度改革之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改

变倡议”的推动下，遏制疟疾伙伴关系虽受世界卫生组织托管，但拥有了独立的办公

机构，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也更为清楚。 有了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以及专职员工的

人力保障，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开始采取一些具体举措，为受援国提供支持。 例如，２００６

年前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开始为受援国申请全球基金资金提供技术支持，超过 ９５％

的援助申请由遏制疟疾伙伴关系下属的技术评估小组（ＴＲＰ）协助审查，遏制疟疾伙伴

关系每年平均帮助 ５０ 余个受援国成功申请全球基金的项目资助。 此外，自 ２００５ 年

起，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开始定期发布战略计划与伙伴关系路线图。 ２０１０ 年起，遏制疟

疾伙伴关系开始发布进度与影响评估系列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共发布了 １８ 份内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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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参见 Ｇａｖｉｎ Ｙａｍｅｙ，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Ａ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ｐ．１０８６； Ａｍｉｒ Ａｔｔａｒ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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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非洲地区五岁以下儿童疟疾致死率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估报告。

伴随着制度改革，参与伙伴对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信心有所提升，相应增加了资

金投入。 如图 １７ 所示，１９９８—２００４ 年，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参与伙伴在疟疾防治领域

的资金投入增长缓慢，期间甚至出现轻微下降。 ２００５ 年之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参与

伙伴在疟疾防治领域投入的资金总额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不断

提升的管理水平又确保了这些资金的高效利用。 在战略计划与路线图的指导下，遏制

疟疾伙伴关系提供的药品服务针对性更强，抗疟药品的采购与投放体系取得了更好的

效果。 如图 １８ 所示，青蒿素的采购量也于 ２００５ 年前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陡然增长

的时间点与制度改革的时间基本吻合。

受援国的抗疟药品的覆盖率随着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抗疟药品投放量的增加而提

高。 在结果层面，如图 １９ 所示，抗疟药物与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的总覆盖率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经历缓慢增长之后，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迅速增加。

得益于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与青蒿素覆盖率的提高，在影响层面，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间，非洲地区约 ９０．８ 万居民免于患疟死亡。 如图 ２０ 所示，在 ２００５ 年前后，遏制疟疾

行动对受援国的影响才真正彰显。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免于疟疾死亡人数占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间总人数的 ３ ／ ４。①

综合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年相比，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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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ＢＭ，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Ｄａｙ ２０１０：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ｐｄａｔｅ，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ｃｏｍ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 日。



图 １７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参与者在疟疾防治领域的资金投入

资料来源：ＲＢＭ，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ｏｒｇ，访问时

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图 １８　 青蒿素年度采购剂量

资料来源：ＲＢＭ，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Ｄａｙ ２０１０：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１０， ｈｔ⁃
ｔｐｓ： ／ ／ 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ｃｏｍ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 日。

疟疾伙伴关系的有效性水平得到提升。 然而，缺少私有部门参与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控制下却难以实现进一步发展。 由于缺乏创新性融资渠道，私有部

门的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资金匮乏成为阻碍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工作取得更大成

效的重要因素。 如图 ２１ 所示，在所需资金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非洲地区遏制疟疾所需

资金缺口却有逐渐拉大的趋势。 此外，缺乏私有部门的广泛支持，各部门之间的意见

分歧也势必成为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未来发展的主要限制。 对此，数名理事会成员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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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　 非洲地区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和抗疟药物总覆盖率

资料来源：ＲＢＭ，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Ｄａｙ ２０１０：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ｐｄａｔｅ，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ｃｏｍ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 日。

图 ２０　 非洲地区免于疟疾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ＲＢＭ， Ｓａｖｉｎｇ Ｌ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ｍａｌａｒｉａ．ｃｏｍ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受访谈时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其他部门的内部争斗将会是伙伴

关系未来难有进展的关键原因。”①

（三）小结

本文的理论框架预期，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有效性整体高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

有效性；与机制改革前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相比，经历 ２００６ 年改革后的遏制疟疾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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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ｏｎａｔｈｏｎ Ｓｉｍｏｎ， 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ｌ Ｂａｃｋ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ＲＢ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ｐ．２６．



图 ２１　 非洲地区疟疾防治所需资金与资金缺口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 ／ ｍａｌａｒｉ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关系更加有效。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在有效性的输出、结果和影响

三个维度表现良好，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在 ２００６ 年之前展开的具体行动较少，有效性

水平较低。 ２００６ 年之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致力于采取一些具体的援助措施，有效性

水平有所提升。 理论预期与实证分析是吻合的。 同时，对两个案例的过程追踪显示，

制度化水平与私有部门的参与深度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有效

性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实际影响路径与理论因果机制基本一致，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因

果机制假设。

五　 结论

本文对跨国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差异做出了解释，提出了以下核心假设：制度

化水平与私有部门的参与深度是影响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关键变量。 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制度水平越高，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越高，私有部门的参与度越深，

公私伙伴关系的有效性越高。 基于这两个关键变量，本文构建了解释公私伙伴关系有

效性的理论框架。 根据理论假设的预期，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有效性在整体上高于遏

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有效性；由于后者于 ２００６ 年前后实施了制度改革，其在 ２００６ 年之

后的有效性应高于 ２００６ 年之前的有效性。 实证分析结果符合上述预期。

本文的研究弥补了既有文献的不足。 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展示了制度化水平和

私有部门参与深度影响跨国公私伙伴关系有效性的因果机制。 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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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追踪，本文为这一包含因果机制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尽管如此，本文的实证工作还有些许不足。 在案例分析中，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与

２００６ 年之后①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相关资料大多来源于官方网站的内部评估报告。

这些报告可能存在自我夸大之嫌。 例如，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在发布年度报告时，通常

将所有参与伙伴在疟疾防治领域的行动成果都归于伙伴关系框架下，即使这些行动可

能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遏制疟疾伙伴关系控制。 换言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 ２００６ 年

之后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存在高估风险，这一不足需要在未来研究工作中通过

更多地参考第三方评估报告以及在治理对象国开展田野调查来弥补。

（截稿：２０１８ 年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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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在 ２００６ 年之前几乎没有发布过内部评估报告。


